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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大禹传说与中国认同的巩固及拓展

崔建华

摘 要：秦汉时代，大禹传说是巩固及拓展中国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以大禹治水为内容的《禹贡》将天下

构拟为“九州”，对汉王朝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也为中国代表权的更替提供了合法性。秦统一前后，“禹须

臾”等托名大禹的择日术为秦、楚两地共享，使文化融合有所依托，至西汉前期，秦系日书在故楚渐占优势，反映

了民俗领域的区域融合。大禹传说亦盛行于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吴越民众传言的“禹葬会稽”，秦始皇“上会

稽，祭大禹”，都具有文化统一的意义。三苗居于洞庭、彭蠡之间，禹征三苗之说反映出长江中游正在融入中原

文化圈。禹生于西羌说以秦人与羌戎的长期共存为背景，汉代蜀地民众将东方流行的“禹生于石”演变为禹“生

于石纽”，最终在帝国西南地区确立了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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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曾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

个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

禹。这是使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这是使中国

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

族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个大

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1］141如此说来，黄帝与

大禹便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认同①得以实现的

重要政治符号。但是作为“疆域的偶像”的大

禹，其形象究竟以怎样的具体路径而使中国认

同得以实现，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②。

本文拟以大禹传说为重点，考察这一文化资源对

秦汉时代中国认同的影响，力图展示大禹传说促

进中国认同的线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禹贡》与秦汉王朝对中国的
区域控制

战国时代列强争雄，直观地看，是对兼并战

争主导权的争夺，而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一个

重大的时代之问，即谁能代表中国。在此背景

下，遂有《禹贡》。作为一篇托名于禹的文献，

《禹贡》所载其人其事多属想象，但造作此种想

象的主体，以及引发此种想象的历史背景，则是

读史者应当关注的。史念海指出，该书“应该是

战国时期魏国人著作的”，“是在魏国霸业基础

上设想出来大一统事业的宏图”，其根本目的

“当然不是为了称颂夏禹的功德，而是为了扶持

梁惠王的霸业”［2］392，407，413。从徐州相王的事实来

看，文化的武器最终未能使梁惠王成为霸主，他

不得不与齐王平分秋色。不过，《禹贡》的影响

并没有因为此次致用的挫折而告终结，该书对

社会的一大影响便是九州观念的进一步普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秦统一之后，在隆重

的政治仪式中却不使用“九州”的概念。秦始皇

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泰山刻石曰“初并天

下”“既平天下”，琅邪刻石曰“普天之下”“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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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照，舟舆所载”“临察四方”“存定四极”“六合

之内”“人迹所至”。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

218 年）之罘刻石曰“周定四极”“经纬天下”“宇

县之中”“振动四极”“阐并天下”“经理宇内”。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碣石刻石曰“天

下咸抚”。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会稽

刻石曰“平一宇内”“亲巡天下”“六合之中”“天

下承风”［3］243-262。可见，在秦王朝的政治话语中，

“天下”一词使用频率最高，而用来指代天下的

还有“四极”“六合”“宇内”“四方”等多种概念，

唯独不见“九州”一词，这意味着《禹贡》对秦王

朝政治生活的影响有限。

对于秦王朝而言，影响其重大政治决策的

因素在现实与历史两端。比如在讨论区域管控

模式时，主张分封的一派说：“诸侯初破，燕、齐、

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这便

是从现实需要出发，主张施行周朝旧制。而反

对分封的廷尉李斯则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

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

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

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

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

便。”言语中既反思周代历史，又正面考虑了秦

国长期以来政治实践的既有效果。秦始皇作为

终极决策人，面对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执，他

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

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

难哉！廷尉议是。”［3］238-239 他的决策也是建立在

历史反思之基础上的。这样的决策思路，与秦

国法后王、重实效的法家意识形态无疑是相一

致的，而大禹作为上古圣王，事迹虽盛而难验，

自然难以成为秦朝政治效法的对象。明了这一

点，《禹贡》九州的天下模式未能进入秦代政治

话语体系当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相比于秦朝施政对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境的

关注，汉王朝在制定政策时，则积极发掘想象类

历史的价值。相关研究表明，汉初很可能已遵

循《禹贡》所提供的九州地理架构，施行州制以

控驭天下。《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载：“秦置

监察御史。汉兴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

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

更之。……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

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4］884关于“丞

相史出刺”，东汉卫宏《汉旧仪》曰：“丞相初置，吏

员十五人，皆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

督州为刺史。”［5］36辛德勇据这两则史料指出：“丞

相史出刺诸州，虽然文帝十三年始见诸记载，但汉

代存在‘州’的区划，却应当在此之前，如若不然，

朝廷委派的丞相史则无由按州派遣。”在推断州制

于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年）之前即已存在的

基础上，其还指出：“出刺诸州的丞相史，因设有九

名，分头外出，所以，其各自分担的‘州’，很可能是

《禹贡》的九州。”［6］101若此，《禹贡》就是汉帝国确定

统治地方策略时的灵感来源。

《禹贡》的政治影响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

华夏控制区，汉王朝还利用《禹贡》来配合疆域

的进一步拓展。西汉前期，《禹贡》所见“弱水”

“昆仑”“流沙”“三危”等地名，原本缺乏确切的

地理指向，人们只是大体感觉到，这些地方位于

中国的边缘。但汉武帝时代设置河西四郡后，

这些地名的定位日益明确。《汉书·地理志》可见

金城郡临羌县有“弱水、昆仑山祠”，敦煌郡广至

县有“昆仑障”。张掖郡居延县条载：“居延泽在

东北，古文以为流沙。”［7］1611-1614《禹贡山水泽地所

在》载：“三危山在炖煌县南。”［8］954此外，随着对

河湟地区羌人的征服，《禹贡》所见“积石”“析

支”“西倾”等地名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方位。对

于汉帝国将《禹贡》地名安插于新辟疆域的做

法，有学者作出如是分析：“对于汉帝国来说，以

《禹贡》地名命名新拓边疆，三危、弱水这些新山

川便分享了经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即当人们

谈论起它们时，它们不会被视作新开辟领土，而

是被视作自三代以来就属于华夏政权的上古山

川。”［9］也就是说，只要搬出《禹贡》来，汉武帝以

来开疆拓土的性质便可以由以力为雄的军事征

服，转变为对固有领土权益的坚守或兑现。

汉王朝援引《禹贡》以加强区域控制，这个

方针思路并非突发奇想，其离不开禹画九州观

念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既然机械地法后

王、重实效的施政路径并未使秦朝长治久安，继

起的汉王朝在反思秦政后，重视发掘群体想象

之历史对国家施政的积极效用，便是顺理成章

的事情。当然，对于政治而言，《禹贡》只是一个

辅助施政的文化工具。不同的历史阶段出于

秦汉时代大禹传说与中国认同的巩固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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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现实需要，区域管控并不会严格遵循

《禹贡》。比如王莽复古，重《周礼》《诗经》等经

典，于是便有据国风分部的做法，庸部牧之类

即此［10］，此时的《禹贡》显然相对边缘化了。不

过，到东汉末年，《禹贡》再次成为区划更革的依

据。建安十八年（213 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

九州”，紧接着，曹操受封魏公，以冀州十郡为

国。值得注意的是，河东、河内二郡在传统上由

司隶校尉监察，这次亦被划入冀州，成为魏公封

地。可见，重行九州之制，颇有推动汉魏禅代的

意图。在这个事件中，表面上看，《禹贡》作为一

种经典，是消解汉王朝政治权威的元素，助长了

政治裂变。然而，亦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禹

贡》州制提升了曹氏的政治威望，其不仅帮助曹

操扩大了封地，更为重要的是，其使“九州”的天

下模式在这个时期得以凸显。曹操受封魏公及

魏王时，汉献帝策文中皆无“九州”概念［11］37-39，

但是当曹丕受禅时，汉献帝在诏书中谈及董卓

之乱，特意说此乱“遂使九州幅裂，强敌虎争，华

夏鼎沸，蝮蛇塞路”，而曹操则“清定区夏，保乂

皇家”［11］67，平定九州的功业成为了曹魏代汉的

合法性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禹贡》有时候

是推动改朝换代的文化工具，据有九州即有资

格替代汉王朝代表中国。

二、从禹系方术看秦汉时代
中国区域文化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代，原本依靠宗法制度维系的

华夏共同体，分裂为多个地缘性政治实体。长

期的割据状态，致使各个政治体内形成了较为

顽固的国别认同。因此，区域文化的融合是战

国秦汉时代的重大历史课题。

秦人作为兼并战争的主导者，在较早的时

期已于国内开展整齐风俗的事业。《商君书·农

战》：“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

“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

国强。”［12］20所谓“作壹”，即是对秦国内部的文化

整合。然而，当秦国将风俗整合的目标转向新

占领区时，却遭遇了挫折。睡虎地秦简可见秦

始皇二十年（公元前 227 年）南郡守腾向属县发

布的《语书》，其中说道：“古者，民各有乡俗，其

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以圣

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避，除其恶

俗。”［13］15郡守三令五申的情形表明，楚俗对秦俗

的抗拒力量较大。秦统一之后，秦始皇刻石宣

称在全天下范围内“专隆教诲”“匡饬异俗”，最

终达到了“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以及“大治濯

俗，天下承风”的治理效果［3］243-262。事实上，这只

是一种夸饰的政治宣传。此外，秦王朝全面施

行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亦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整齐风俗的意味。但由于该政策所体现

的“排斥父道、师道而独尊君道、吏道的政治精

神”，毕竟只是“片面的深刻”［14］255，最终导致了

秦朝的覆亡，并使秦王朝长期蒙受残暴、专制之

讥。整体说来，尽管秦人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并

不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秦统一的进程毕竟使

不同区域文化当中的同质因素增加了，托名大

禹的方术由秦楚民众共享，就是一个表征。

有学者指出：“巫觋活动，数术之学，在秦代

以及前后临近的历史时期曾经有十分广泛的社

会影响。当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处处都可

以看到这种文化形式的作用。”而日书作为当时

“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15］2，在民间影响很广

泛。日书当中不乏假托大禹的名目，比如“禹之

离日”。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艮

山》，在离日“不可以家女、取妇及入人民畜生，

唯利以分异”，离日亦“不可以行，行不反”［15］145。

还有所谓“禹须臾”。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

两篇《禹须臾》，其一曰：“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

二喜。甲乙壬癸丙丁日中行，有五喜。庚辛戊

己壬癸 时行，有七喜。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

九喜。”刘乐贤认为：“这种以大禹名字命名的须

臾术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让人能够快速判断行

事吉凶的方法。”［16］165另一篇《禹须臾》涉及出行

时间的有“莫市以行”“日中以行”“莫食以行”

“旦以行”。有学者认为这些描述“都是指短时

限内出行。‘须臾’的意义可能与此有关”［15］466。

仅仅通过睡虎地秦简《日书》“禹须臾”的篇

题，读者并不知道该篇是对生活中哪一方面的

指导，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则有篇

题为“禹须臾行日”者，直接点明是指导人们出

行的，但具体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睡虎地秦

简《日书》以十个天干名日，而放马滩秦简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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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月一日”“入月二日”直至“入月卅日”的序数

名日［17］85-86。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异，但秦楚两地

皆流行以“禹须臾”为名的出行择日术，这个事

实本身即是区域共性的表现，这个共性至少可

以为区域间的文化交融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实际上，收录《禹须臾》的睡虎地秦简《日

书》本身即是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的产物。林剑

鸣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有较多的礼制影响

和较浓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点”，而

放马滩秦简则相反，“显得质朴而具体，因此少

有礼制、道德以及鬼神的影响，反映了秦文化

‘重功利、轻仁义’的特点”［18］70。考虑到两批简

牍均写成于秦统一前后，两者存在较大的国别

文化差异，其实并不奇怪，毕竟文化融合往往滞

后于政治统一。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睡虎地

秦简《日书》已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文化融合的迹

象。李学勤指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两种

“都包括两套建除，一套显然是秦人的建除，一

套应属楚人”［19］135-136。李零进一步指出，睡虎地

秦简《日书》的建除分楚除、秦除，“楚除包括甲种

《除》篇的前一种和乙种首篇复合日名中的第一

套名称，同于九店楚简，这是主体；秦除包括甲种

《秦除》和乙种《徐（除）》篇，则是附录”［20］320-321。

也就是说，睡虎地秦简《日书》以楚文化为主，吸

收了一些秦文化的成分。

虽然秦朝短祚，但秦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就

此中断。这一点，在出土的汉代日书材料中有

所体现。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被确定为汉景帝

时代的文化遗存，其中的《日书》也有一篇《建

除》，整理者指出：“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

种的‘秦除’、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建除’

基本相同，可见本篇属于秦的建除。”与秦系建

除的沿用相伴的是，孔家坡汉简《日书》未见楚

系建除，这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建除并行

抄录的情形已然不同。由秦代并抄到汉代偏

收，这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秦文化的

延伸。而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禹须臾》亦可

体现这一点。有一篇文字被整理者命名为《禹

须臾行日》，采取了与放马滩秦简相同的序数名

日法，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放马滩秦简《日书》

甲种的‘禹须臾行日’篇大体相符”［21］149-151。另有

一篇为《禹须臾所以见人日》，整理者仍曰：“内

容与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禹须臾所以见

人日》篇大体相符。”［21］130由此不难感知，孔家坡

汉简《日书》是取法于秦文化的择日传统的。有

学者说：“汉代《日书》是以秦地的《日书》为基

础，并在统一和整合全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

的。”［22］112 虽然此论基于对秦人故地关中地区

《日书》的研究而来，不过，从孔家坡汉简的内容

来看，这个认识也是可以成立的。

“禹之离日”“禹须臾”等名目在民俗文献当

中的存在表明，华夏共同体内部在秦汉时代的融

合进程中，大禹是一个高频出现的政治文化符

号。日者们之所以在数术论著中“借用‘禹’的名

字”，“喜欢把自己的东西同禹挂上钩”，“应当有

取其宣传效用的动机”［23］47。因为“传说中的治水

英雄大禹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熟知并崇

拜的大人物。即使在下层民众中，大禹同样为大

家熟知和崇拜”，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说辞“为广

大的下层群众接受和相信”，“选取大禹来抬高自

己的一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16］465-466。学者所谓

“广大的下层群众”，绝不仅局限于某一国，列国

术士纷纷以禹名技既体现了诸夏在信仰上的共

同点，同时也为区域文化的融合打开了一条路。

三、禹至会稽与秦汉时代
东南地区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不仅促成了战国以来以七国版图

为限的文化整合，在华夏共同体向周边拓展的

过程中，也发挥了显著影响。先秦时期，大禹传

说与会稽地区的关联度已很高。一说禹至会

稽，如《国语》引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

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

车，此为大矣。”［24］202一说禹葬会稽，如《墨子·节

葬》：“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25］184此

类说法应当与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历史密切相

关。作为活跃于华夏边缘的政治体，为了更好地

参与中原列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吴越便借力于大

禹这一符号。而通过将禹的事迹附着于会稽，吴

越民众强调了“本地人的华夏性”，“借华夏自

重”，最终达到了“洗刷蛮夷之名”的效果［26］70。逐

鹿中原也便有了更足的底气。

大禹传说在向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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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强的活力。《史记·封禅书》引管仲曰：“禹封

泰山，禅会稽。”而对尧、舜诸帝的封禅，管仲或言

“禅云云”，或言“禅亭亭”“禅社首”。云云山，《集

解》引李奇曰：“在梁父东。”《索隐》引晋灼曰：“山

在蒙阴县故城东北，下有云云亭也。”《正义》引

《括地志》：“在兖州博城县西南三十里也。”亭

亭山，《集解》引徐广曰：“在钜平。”《索隐》引应

劭云：“在钜平北十余里。”《括地志》云：“在兖州

博城县西南三十里也。”社首，《集解》引应劭曰：

“山名，在博县。”又引晋灼曰：“在钜平南三十

里。”［3］1361-1362 要之，云云、亭亭、社首皆在泰山周

边。唯有大禹，封禅地乃在会稽。《史记》明言此

说源于管仲，若由此推断管仲的时代已有此说，

应当不合逻辑。然而，司马迁应有所本，战国时

代托名于管仲的书应是其资料来源。因此，战

国时代必已产生了大禹会稽封禅之说。而大禹

封禅独与尧舜等圣王不同，其背后的逻辑或许

如此：先秦时期的大禹传说与会稽的关联度极

高，而这个情形亦为吴越以外的人们所接受，他

们在造作大禹封禅故事时，不得不顾及这一点。

对吴越地区盛行的大禹故事，统一之初的

秦王朝并没有特别在意。在议立“皇帝”号时，

大臣们盛称秦始皇的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

五帝所不及”。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给

予其“功盖五帝，泽及牛马”的评价。还说“古之

五帝三王”“实不称名”，而始皇帝“昭明宗庙，体

道行德，尊号大成”。大量证据表明，在秦统一

之初的政治舆论中，五帝三王逊色于始皇帝，并

且秦始皇认为他之所以能够“以眇眇之身”而横

扫六合，乃是“赖宗庙之灵”［3］236，与五帝三王无

干。在这种情况下，舜、禹应当不会成为秦始皇

的祭祀对象。但随着秦帝国整齐乡俗事业的深

入，睡虎地秦简《语书》所谓“去其邪避，除其恶

俗”的做法，绝不会仅限于故楚腹地的南郡。吴

越地区作为曾经的楚国边缘，当其转换为秦帝

国的边缘，秦王朝的文化统一势必触及此地。

对于秦王朝而言，吴越一带的大禹信仰并非“恶

俗”，不仅不必去除，反倒可资利用。因为在秦

人的群体记忆中，他们的祖先大费曾经“赞禹

功”［3］173，祭祀大禹乃是发扬祖先的荣光。更重

要的是，凭借对大禹的祭祀，秦始皇至少可以在

形式上找到一把沟通秦人与吴越民众情感的钥

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最后一次出

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

德”［3］260，无疑具有文化统一的历史意义。

虽然秦始皇“祭大禹”之后不久即去世，但大

禹传说对于增进华夏共同体的凝聚力，仍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汉代人取名常用“禹”字，

如汉武帝时有酷吏赵禹，汉武帝托孤重臣霍光之

子名霍禹，汉成帝时有丞相张禹。这样的取名风

尚意味着，在华夏共同体的核心区内，大禹虽然仍

是圣人形象，但已更为亲民，具有进一步民俗化的

趋向。另一方面，华夏边缘的吴越地区继续流传

着大禹故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山阴县条：“会

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7］1591司马彪作东汉

《郡国志》对此县仍曰：“上有禹冢。”［27］3488可见，两

汉吴越民众延续了对大禹的信仰。不仅普通民众

口耳相传，东汉吴越的精英阶层也在以文字的力

量，使这种信仰得到确认与强化。《吴越春秋》《越

绝书》的写作可为明证，两书堪称大禹故事的集大

成者③。这类写作，给传说贴上“春秋”的标签，表

现了吴越士人在与帝国核心区展开“历史”类文化

资源的竞争时，具有一种不认输不服输的韧劲儿，

这种参与竞争的精神状态，无疑折射出了吴越民

众融入华夏共同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个别的时候，由于融入的心态过于急躁，甚

至会发生令人颇为诧异的现象。比如，东汉末

年，王朗担任会稽太守，“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

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

应见祀，于是除之”［11］407。众所周知，秦始皇在

汉代长期受到激烈批评，但会稽民众对此似乎

无感，他们看中了秦始皇哪一点呢？如果注意

到会稽的秦始皇祭祀场景以与“夏禹同庙”为特

征，那么，可以推断，对秦始皇的祭祀很大程度

上就是因为这个皇帝曾经“上会稽，祭大禹”。

也就是说，会稽地区的秦始皇祭祀，实属大禹信

仰的衍生品，当地民众很可能认为，祭秦始皇与

祭大禹具有相似的效果，皆可增强他们在政治

上、文化上的华夏属性。

四、大禹的苗羌行迹与秦汉时代
西、南两方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在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已渐

20



有自吴越而西之势，这个趋势突出表现于禹征

三苗之说。《墨子·非攻下》：“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

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

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

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

也。”［25］147-148 墨子持有神论，他笔下的大禹凭借

神人护佑，最终攻克三苗。《韩非子·五蠹》则记

载了大禹的一种负面形象：“当舜之时，有苗不

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

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28］445

《吕氏春秋·上德》亦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

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29］认为

大禹颇有穷兵黩武之嫌，非秉德之人。

至于三苗的活动区域，《史记·孙子吴起列

传》载吴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

不修，禹灭之。”［3］2166相同的文字，还见于《说苑·
贵德》［30］97。虽然此说见于汉代典籍，但《史记》

《说苑》既将其冠于吴起名下，由两书编纂的特

点来看，应有先秦传闻、传记材料作为依据。因

此，三苗活动于洞庭、彭蠡之间，先秦社会对三

苗的认知已然如此，不待汉兴方有此说。而大

禹征三苗之说的流行意味着，战国秦汉的人们

普遍相信，大禹的足迹也到达了长江中游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晚期编纂的《说苑》

当中，大禹故事呈现出集成趋向。除了《贵德》

篇载吴起说禹征三苗，《君道》篇曰：“当舜之时，

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险也，所

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许，曰：‘谕教犹未竭

也。’究谕教焉，而有苗氏请服。天下闻之，皆非

禹之义，而归舜之德。”［30］5-6大禹尚武，这是沿袭

了《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说法。《说苑》对禹征

三苗故事的集成，自然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即

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一带中国化的程度越来

越深。关于这一点，大禹“苍梧罪己”故事的出

现，可以视为重要表征。

《说苑·君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

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

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

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

心，是以痛之也。’《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

人。’”［30］8 这个故事的创生当然不始于《说苑》，

但从始见于《说苑》的情形来看，似乎比禹征三

苗故事要晚一些。需要留意的是，《说苑》当中

并没有标明大禹罪己的具体地点，然而在后来

的传播过程中，这个故事有了具体的发生地。

东汉前期，赵晔著《吴越春秋》即谓此事发生于

大禹“南到计于苍梧”之时［31］163。而东汉后期的

名士陈蕃在劝谏皇帝时，也引此故事曰：“昔禹

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

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27］2166可见，东汉

时代的大禹罪己故事，已经习惯性地与苍梧地

区联系在一起。

彭蠡、苍梧相关事迹的生成已透露出这样

的趋势，即大禹故事一直在溯江向西，将秦汉帝

国的南部、西南部逐步纳入大禹传说的体系。

而在帝国的西部，大禹传说正在由西方向西南

扩展，似乎对大禹传说的溯江向西形成接应。

《后汉书·西羌传》的开篇部分述戎而不及

羌，真正谈到的第一位羌人曰“羌无弋爰剑”。

所谓“无弋”，“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

隶，故因名之”。而此人的为奴经历据说与秦国

有关，“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

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

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

火，得以不死”［27］2785。有学者认为这段记载“极

有可能只是华夏单方面的建构”［32］155，但此说也

反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即羌人的发

展与秦国历史紧密关联。秦与戎长期共生的历

史，羌与戎在族源上的关系，秦与戎、羌活动区

域的毗连关系，都决定着秦国历史对羌人发展

的深刻影响。秦人既然学会了借助大禹形象来

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与之交往密切的羌人也

就可能接触到大禹故事。

目前所见最早言及禹与中国西部地区关系

的是《荀子·大略》，该书曰“禹学于西王国”，所

谓“西王国”，后世有注家坦承：“未详所说。或

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33］489

西王国是否指西羌？不易确定，注家之说也只

是一种联想而已。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感觉到，

荀子既曰“西王国”，而不曰“秦国”，这个概念与

先秦传言的西王母之邦极类，说明荀子脑海中

的大禹足迹远至秦国以西，而在这个区域活动

秦汉时代大禹传说与中国认同的巩固及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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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是羌戎。当时人们既有此一说，那么，由此

推论，在秦国的影响下，至迟在战国晚期，大禹

传说的西部边界已及于羌戎，应无太大问题。

否则的话，汉代社会对大禹与西羌之间特殊关

系的传言将成为一种无源的突变。《新语·术事》

曰：“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34］43司马迁

也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

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3］686可见，西汉

初期以来即盛传大禹“出于西羌”“兴于西羌”，

从文化渐变的角度衡量，这种说法应是“禹学于

西王国”之说的具体化。

西汉晚期，来自蜀地的扬雄在作《蜀王本

纪》时言之凿凿地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

生于石纽。”［3］49此说仍不脱西羌范畴，但已将其

出生地进一步具体到郡县体制下的某个确切地

点。此说何以形成？地名“石纽”当中的那个

“石”字，值得关注。

《淮南子·人间训》可见“禹生于石”的说法，

与此关联极大的还有启母石的传说。汉武帝元

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诏曰：“朕用事华山，至

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7］1190由诏书来

看，启母石在嵩山。而汉武帝亲临观石，说明神

石生启是民众的普遍信仰。如此一来，西汉时期

便存在“禹生于石”和“启生于石”两种说法。然

而，上引武帝诏书存在疑问，颜师古指出：“景帝

讳启，今此诏云启母，盖史追书之，非当时文。”［7］190

此说很有道理，武帝原版诏书绝不会出现“启”

字，如果必须指称夏启的话，原文会用“开”字④。

但如果真有“开”字的话，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班固作为汉代史家，在抄录诏书时，断无再抄回

“启”字的道理。因此，传世《汉书》所见武帝诏

书中的“启”字，极有可能是汉代以后妄增的。

诏书原本既无“启”亦无“开”，所谓“夏后启母

石”，原本只应是“夏后母石”。这样的话，这个

传说既可指禹，亦可指启，但指禹的可能性更

大。因为《淮南子》言“禹生于石”，这应是当时

通行的说法，此其一；其二，夏启有何不世之功，

足以令汉武帝为之倾倒？比较而言，如果是大

禹的话，那就合理得多。

在明了西汉长期流行“禹生于石”的传说之

后，西汉晚期扬雄所谓禹“生于石纽”，很可能源

于对“禹生于石”之说的附会。此说后来流传甚

广，逐步成为帝国西南隅的蜀地专利。有学者

认为，这个专利权的获得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

的华夏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

到他们的“乡土认同”［35］231。而这样的乡土认

同，其实与吴越地区经由大禹死葬传说而形成

的乡土认同异曲同工，潜藏其下的心理诉求在

于，积极融入祖述大禹的华夏文化圈。

结 语

胡适曾说，秦代以后，“中国便走上了统一

帝国的轨道”。秦汉统一帝国持续四百余年，

“在中国民族史上有莫大的重要”，其重要贡献

之一便是“养成了一个统一民族的意识。从前

只有‘齐人’‘秦人’‘楚人’‘晋人’的意识，到这

个时期才有‘中国人’的意识”［36］52。此说显然注

意到，衍生于周文化的华夏共同体内部的整合，

是“中国人”意识形成的前提条件。而这种内部

整合，就战国秦汉历史来看，一方面固然有赖于

铁血战争的强力推进，从而造成一种“六王毕，

四海一”的政治大一统；但在另一方面，战争有

时而止，在长久的和平氛围中，以大禹传说为代

表的柔性文化元素，既可以对帝国的区域控制

策略有所启发，亦可以使不同区域文化在碰撞

中形成更多趋同的内容。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文

化整合方式，对于巩固“中国人”意识，无疑具有

更为持久的积极效果。不仅如此，由于秦汉帝

国的统一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37］，如此一

来，对中原文化圈边缘地区的整合，也是秦汉王

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而禹葬会稽、禹征三

苗、禹生西羌诸说的生成及长期传播，则有力地

助推了这一恢宏中国的伟业。

注释

①本文所谓“中国认同”，是对应着顾颉刚先生“中国之

所以为中国”“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表述而使用

的，是对顾先生表述的简洁化。②顾颉刚对大禹传说

的研究集中于先秦时期，秦汉以来非其关注焦点。参

见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收自《古史辨》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5-134 页。而王

明珂在讨论华夏边缘问题时，对华夏初祖的黄帝关注

较多，于吴地则分析吴太伯故事，于朝鲜则关注箕子故

事，对大禹故事亦着墨不多。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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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③

文繁不赘引，可参看张觉：《吴越春秋校注》，岳麓书社

2006 年版，第 153-173 页；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 页。④《汉书》卷五《景帝

纪》颜师古注引荀悦曰：“讳启之字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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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end of Yu and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Identity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Cui Jianhua

Abstract: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legend of Yu w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element to consolidate andexpand Chinese identity. The classic Yu Gong recording the story that Yu eliminated the flood， called the worldJiuzhou，which inspired the regional control strateg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provided legitimacy for the replacement ofChinese representative power. Aroun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Qin dynasty，day-choosing arts under the name of Yu suchas“Yuxuyu”were shared by Qin and Chu，which provided a platform for the cultural fusion. In early Western Handynasty， the day-choosing art from Qin gradually prevailed，which reflecte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field of custom.There were also some legends of Yu in the edge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People in Wuyue alleged that Yu wasburied in Kuaiji， thus， QinShihuang mounted Kuaiji and offered sacrifices to Yu， which had the significance ofcultural unification. The minority of Miao lived around Dongting and Pengli， and the legend that Yu conquered Miaoimplied that the middle Yangtze basin were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The legendthat Yu was born in Qiang was based on the long-term coexistence of the Qin and Qiang. In the Han dynasty，peoplein Shu changed the statement that Yu was born in a stone into another statement that Yu was born in Shiniu，whichfinally established Chinese identity in the southwest area of the empire.
Key words: Qin and Han Dynasties；Chinese identity；Yu；Kuaij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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